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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元一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密切的相互联系。为了便于交通

运输，元统治者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作为各地相互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山西地区不仅

设有境内驿道，而且还有通向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往来驿道，这些驿道均以晋北地区的大同作为大都

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不断扩展，对于促进河东山西与其它地区，

特别是与漠北与西北诸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往来交流发挥出新的作用，且对后世的交通运

输产生着深远影响。关于有元一代站赤交通的各种问题，虽然已有一些专著论文展开过讨论研究
 [1]
 ，但却

未见山西地区站赤交通的专门论述。本章拟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东山西的站赤设置、

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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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元一代，中原汉地较早便设有站赤，以供交通往来使用。成吉思汗西

征之际，就曾命令刘仲禄通过站赤前往山东地区敦请全真道士丘处机
[2]

。由

于山西地区在中原汉地中被征服与占领的年代较晚，站赤设置与河北、山东

相比较为晚些。 

依照《永乐大典》记载，壬辰（1232）六月，西京、下水、弘州三处始

立马站。灭金之后，除了这些驿站已按蒙古汗廷的令旨建立起来以外，山西

地区同时建有阔端太子军前使臣往来通讯的专用驿道。乙未（1235）九月，

根据阔端军前使臣有关“沿路驿站断绝”的情况报告，蒙古汗廷分别派遣专

人前往西京、应州、崞县、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之间，以及潞州碗子城、

怀州、黄河渡口各立一站，给马各二十匹，且将各站驿马特意“用火印烙记，

止令阔端太子军前使臣骑坐”，其余人等不得使用，“如有别使欲骑，给者受

者并断按答奚死罪”，“按答奚”即谓“过则杀之”
[3]

。  

随后，为了运输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的各种物资，元统治者专门指示通

过科定征收、定价用银或交换纺织品等各种途径，从北方各地或迤北边地获

取所需的牲畜头口，加强河东山西等地驿站的运输能力。戊戌（1238），窝阔

台汗宣谕达鲁花赤胡都虎等人，以各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匹

段，均从燕京、宣德、西京经过，并据三路“头口难以迭办”，查验紧慢，“定

立铺头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同时，“以南路分（份）

马匹牛畜艰难”，采取“每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银二十两”，

或以“匹段、纱罗、丝绵、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又命三路置库收



贮，以便于在“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 

忽必烈即位以后，山西地区的驿站设施逐步增扩，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

管理措施。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隆兴府、云州道上迤南立站人户，

“起盖房舍，准备来年当站”，指令使臣军马人等，除了依例获取应付站铺头

口、首思以外，“毋得于站户处非理骚扰，取要饮食及夺要一切物件，各住地

面所属官司亦不得分毫骚扰”。同时，严行禁约管民官司及原管头目不得对原

处站户“科取钱物，侵扰不安”
[4]

。  

迄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平阳路与太原路等主要驿站均已配备牛、

马畜力以及车辆，各站具体数量分别如下：白登站有牛一百七十六只，车二

十九辆。平阳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马六十匹，

临晋站马五十二匹，泓芝站马五十三匹，闻喜站马五十三匹，绛州站马五十

四匹，相里站马六十匹，府西站马九十匹，苗村站马五十七匹，霍州站马五

十四匹，仁义站马六十九匹，灵石站马五十四匹，潞州站马八匹，泽州站马

一十匹，冀氏站马一十匹。太原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三十五匹，同

戈站马五十一匹，贾令站马四十九匹，雁门站马四十一匹，大安站马四十二

匹，平遥站马四十七匹，义棠站马四十七匹，临汾站马七十二匹，柏井站马

四十二匹，王潭站马四十一匹，芹泉站马四十一匹，成晋站马三十七匹，原

平站马四十一匹，鸣谦站马四十五匹，九原站马三十九匹
[5]

。  

为了促使紧急公文迅速传递，元廷还在山西地区建急递铺，作为传送公

文的邮驿设施。有元一代河东山西急递铺的总体效用究竟如何，史料尚阙，

难以详考，但从现已掌握的史料来看，河东山西的急递铺一度产生过各种弊

病，引起元朝中央政权机构的关注与重视，专门采取过加强管理邮传通讯的

有关措施。 

大德四年（1300），平阳、太原等处急递铺出现“文字多有磨擦损坏，扣

算元发日期，比至到部亦不依元立程限，及所置夹板多不齐备”的传递问题。

大德六年（1302）四月，中书省发文申明各处行省，专门提到平阳、太原等

处的上述问题，要求“整点急递铺舍”
[6]

。大德九年（1305），大同等路亦有

邮递“不遵程限，损失文字”，给往来通讯及管理造成不便。为此，兵部指示

将毡袋、夹板、绳担、什物置于总铺，由铺司提领对“递发文字”，写明收发

地址，用带字号夹板、什物装发，以使各铺注明何人传递何号夹板，沿路“相

放标记”，总铺“闻拆如式”
[7]

。  

元代进士郝俁往来太原之时，作诗提到“邮亭南北厌飘零，尚喜扬镳过

故城”的有关情形。由此来看，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各个路份不仅均已建有

作为迅速传递紧急公文的急递铺，而且还有投递邮件的“邮亭”设施
[8]

。  

 

（二）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9]

。

山西地区位于大都左近，是有元一代的中央政权与西北、西南方面往来的必

经之地，特别是通往西北诸王与安西王驻地的必由之路，因而成为驿道纵横，

交通繁忙的主要地区之一。 



有元一代，河东山西的境内驿道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路自大都经由宣

德，西行一百二十（里）夏永固、正南九十（里）天成、六十（里）白登、

六十（里）牛皮岭、正西五十（里）到达大同，再从大同向西南行九十五（里）

西安社、九十九（里）安艮子、七十（里）广武、七十（里）太和岭、往正

南偏西界邻雁门、九十五（里）原平、正西南九原、正南偏西六十五（里）

成皆，再向正南八十（里）里，然后便可抵达冀宁。 

《析津志辑佚》对这条路线的另一记载则是，一路自夏永固不过河，直

达正北一百里石岭关、又正北四十里忻州、又正北八十里崞州、又正北偏东

八十里雁门、向东十五里代州、又正北一百里广武、又正北偏东安银子。若

从地理位置查考，可知所载这条路线应为冀宁进至大都的另外一条驿道路线。 

一路从河北井径经由柏井，西行七十五（里）平漳、七十（里）芹泉、

七十五（里）太安、八十（里）鸣嗛，然后可以抵达冀宁。 

一路从冀宁出发，向正南偏西七十（里）同戈、七十五（里）洪善、七

十（里）贾令、八十（里）义棠、八十（里）灵石、正南仁义、东南六十（里）

霍州，然后经由西南苗村，抵达平阳。 

至此又可分为两路：一路从平阳向西南经由绛州，再向正南八十（里）

闻喜、西南九十（里）泓芝、七十（里）临晋、正南偏西五十（里）河中；

一路从平阳向东南由冀氏，再向东南三百三十（里）潞州、正南偏东二百三

十（里）泽州、正南偏东一百四十（里）进入河南
[10 ]

。  

当时，山西地区的所有驿站并不仅限以上各站。《元一统志》还记载有不

少驿站及其具体方位，其中包括：阳曲驿，在阳曲县界，木井城东北。百井

驿，在阳曲县百井镇东，徙于镇西二里。三交驿，在阳曲县北五里，正当忻

州驿道。皇子驿，在榆次县北十五里鸣谦村，为太原入寿阳县的旧时驿路。

宋置后废，元代复置。大安驿，在榆次县西四十里，通太原路。栖口驿，在

寿阳县南五十里，是达河北邢洺之路。寿阳驿，设在寿阳县。榆关驿，在平

定州西门之北
[11 ]

 。  

除了境内驿道以外，山西地区还有通往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专门驿

道，这些驿道均以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近走可以先抵

西夏，远行可达西北地区的别失八里，还可通往大漠之北。丙申（1236）秋

七月，在窝阔台汗诏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以后，察合台汗分得太原

府民户及其五户丝。为将太原所收租赋运到西北领地，察合台汗开通一条从

太原到山丹（今甘肃省山丹县）的专用驿道。这条驿道的设置年代虽然未见

记载，但是，忽必烈却提到过，“彼处站赤，乃茶合台兄所立”，“专令递运租

赋”
[12 ]

。茶合台即为察合台，忽必烈此语沿用窝阔台汗之说，故称察合台汗

为“兄”。对于建立这条驿道，《蒙古秘史》记载，察阿歹（察合台）说：“站

赤一节，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里立起，接着我立的站”。

这便表明，这条驿道起初是由察合台汗自行建立，专供本位之下运送租赋所

设
[13]

。  

中统元年（1260），阿只吉率领西道诸王与贵戚大臣拥戴忽必烈登上大汗

之位。因此，忽必烈对阿只吉青睐有加，命其继承察合台汗在山丹与太原路

的原有分地。至元十八年（1281），元廷听从诸王阿只吉之请，自太和岭至别

失八里建置新驿三十
[14 ]

。太和岭是阿只吉在太原分地的驻夏之地，由此置驿



可将太原民户缴纳的五户丝运往阿只吉的镇守之地别失八里
[15]

。  阿只吉请

求建置新驿似为借助元廷接济资助，恢复察合台汗当初建立的那条驿道，因

而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批准。 

灭宋以前，元统治者的粮食供应主要源于黄河以北的腹里地区，一旦腹

里地区的粮食供应不能满足需要，便将征集范围扩大到其它地区。西夏便以

产粮丰饶，一度成为漕运粮食的重要地区。中统二年（1261）秋七月，忽必

烈为了对付阿里不哥，募集军粮，“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
[16]

。因此，

西夏与西京、大都的漕粮路线得以开通。这条路线分为水路、旱路两段输送

漕粮，水路从宁夏经由黄河运抵东胜，陆路则从东胜经由驿站东输大都。旱

路向东经过下水、大同、牛皮岭、白登、天成、夏永固（均为大同路境内的

牛站）、宣德、雷家、榆林、昌平等站进抵大都
[16]

。  在这条运输线上，晋北

地区的各个驿站均发挥过重要作用。 

元贞元年（1295），北方地区立有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道的一百一

十九处驿站。除了帖里干道不经山西地区通往漠北以外，其余两条驿道均需

经过大同路方能抵达漠北。其中，木怜站道计有三十八站，经行路线大致是

自元上都西南的李陵台西行，过兴和路、大同路北境，再由丰州西北甸城山

谷出天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北的大青山），北越净州、沙井，通过大漠，

经西北至汪古河（今蒙古国翁金河）上游，再北行抵鄂尔浑河畔的和林城
[18 ]

。

《山右石刻丛编》中的《丰州平治道路碑》表明，木怜道在政治、经济、军

事，特别是在“供需漠北”食粮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特殊地位。当时的岭北

行省虽有屯田，且能征收一些税粮，但是，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

遇到灾荒之年，往往需要通过这条驿路将内地的大批粮食供给漠北，因而这

条驿路被人称作“给饷之正路”
[19]

。  纳怜道同样需要经过西京路才能抵达

西北地区，还能前往漠北地区。 

由于以往通向西北地区的交通路线均由陕西地区作为出发或抵达之地，

且因前往大漠以北的驿站交通并不通畅。所以，有元一代所开辟的这些专用

驿道不仅首次打通从山西地区前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路线，而且还打开河东山

西与北方地区相互联系的直接通道，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与

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对于后世的交通运输具有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 

 

（三） 

 

有元一代的驿站系统一般采取“上有通政以掣其纲，下有郡县以赞其力”

的管理方式进行运转
[20 ]

。因此，各地驿站在实质上主要依赖于路府州县维持

运行，而“郡县以赞其力”指的就是路府州县的各级官员主持管理有关驿站

的诸种事务。山西各地路府州县管理驿站的职能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选派任命各地站官，严加约束，不时提调。元太宗时，始定各站

“须立有心力能干官一员提领勾当，如法饲养，不得死损”牲畜，如有死损，

立即补完的相应措施，至于各站官员“若有违慢，并断按答奚罪”
[21]

。  随

后，各地路府州县依照蒙古汗廷的有关定例设置站官，同时赋予饲养和管理

牲畜的专门职责。由于驿站事务实系军国要事，且难管理，所以各地路府州

县对于站官采取站户保申，有司任命的选派方式。坚州人王思问“善读儒书”，



研习吏事，“通明法典，晓达治道”。至正二年（1342），曾以“茂异之材，蒙

本站人户所保申，奉上司文字，优升雁门驿提领，官守是站”
 [2 2 ]

。  

山西地区的各路站官还担负着看管官物、监督盘查、禁止随意乘驿、“掌

辨使臣奸伪”等相应职责
[23 ]

。至元十六年（1279），中书省据驿站官物被盗案

件，通告西京、北京等路站官、百户人等对于到站官物，须以日夜“在意看

守，无得违犯”，违者依例重则处死，轻者断罪
[24]

。至元十七年（1280），都

省札付西京、上都驿站，严加“戒饬官吏，从朝至暮，不得擅离”，且又专门

差官加以点视，“违慢一次者断罪，再犯者黜代之”
[25 ]

。  

有元一代，驿站官吏的地位不同，普遍较低，提领一般不过九品，但是，

重要驿站中盘查往来使臣的站官脱脱禾孙则可高达从五品。尽管如此，脱脱

禾孙照样受到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僧人的欺压凌辱，有的脱脱禾孙在

秉公执法中有时甚至受到上级官府的指责非难。 

在山西地区，西京路府对于诸王宗亲、权贵势要的随意驰驿，处置无方，

姑息有余，但对站官因公驰驿，却大惊小怪，非常苛刻。至元九年（1272）

八月，西京路脱脱禾孙昔班在盘查诈使忽赛因及无札子起马之人札璘以后，

动用铺马，亲自押送二人前赴诸站都统领使司予以处理。对于此事，西京路

遂以昔班非法乘驿呈报都省，并奉命将昔班下放本司推问其罪。后经昔班援

引“脱脱禾孙盘问使臣夹带物货，许从铺马押送”的旧制陈规，上诉西京路

达鲁花赤等官，遂使诸站都统领使司议定“因公驰驿，初不为过”，终由省部

准拟脱脱禾孙“若有公干，合行驰驿，即于本路官司出给札子方许起马”，照

会各路依上施行
[26 ]

。山西地区脱脱禾孙的这种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驿站

官吏执行公务的艰难处境。 

其次，配备驿站的运输装备，保证运输的正常运行。山西地区处于内陆

多山地带，四面交通往来不便，依照这种地理条件，河东山西的驿站主要采

用牛、马及其驮载大车等运输工具。 

从现有史料来看，山西地区所需人力、牲畜与车辆的相当部分来自于西

京等地官府的委派配备。中统四年（1263）八月，朝廷命令中书省给北京、

西京转运司车牛价钞。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北京、西京派出车牛运输

军粮
[27 ]

。是月，中书省奏准汪古部首领“爱不花所治州城，设立二十三站，

合用牛三百只，车二百辆，牛价就彼支钞，及令西京准备车辆”。六月，元廷

诏命宣德府、西京、北京三处差拨二千七百户，近里城邑差拨二千七百户，

“以充新拨数”，又使每站增置马一百五十匹，牛二百只，备全车具
[28]

。  

再 次， 安排 组织 人力 物力 ，修 桥开 道， 保持 驿路 畅通 无阻 。至 元三 年

（1266），郑鼎担任平阳路总管以后，“建横涧故桥，以便行旅”
[29 ]

。至元二

十四年（1287）七月，中书省议得：“各处驿路河道，若有山水泛滥冲断桥梁

去处，仰所在官司预为计置船只，摆渡过往使臣客旅，毋致停滞，伺候水落，

将所损桥梁依例搭盖”
[30 ]

。根据元代法律规定，“诸有司桥梁不修，道途不治，

虽修治而不牢强者，按治及监临官究治之”
[31 ]

。  

大同路治城东有浑水流经南行，朝会转输，东趋京师，必越其水。泰定

元年（1324），河东万户（图绵）连帅“达诸朝，得给钱，市材役民”，役工

采石而立二十四石柱，建成石桥，题名兴云桥，同时“栈木甓石，植欄檻，

表门阙，饰神祠官舍之属”
[32]

。  延祐七年（1320），大同路下属的丰州官员



亦有修治驿道之举
[33]

。  

最后，送往迎来，供给驿站日常经费及其用品，满足使臣客旅需要。有

元一代，山西各地乘驿往来的各色人等极为频繁，迎送不暇。雁门关为“河

东之形胜，当驿路之要冲，庶务繁剧”
[34]

。  应州“驿路旃车不断头”
[35]

。

代州“当南北之冲要，车骑蹂蹴甚他郡”
[36 ]

。  介休“冠盖相望，朝夕送迎，

不惶宁处”
[37 ]

。这些大量的送往迎来，致使路府州县的地方官员公务繁忙，

难以应付。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以平阳路“正系冲要，驿程事务繁剧”，“南

北驿路诸事冗并不时”，每有诸王、公主、驸马经过，祗应浩大，又有朝省官

员、西番大师人等，俱擎圣旨前往安西等处开读，均不直接前往驿站倒换马

匹，却要大小官员出郭迎接入城，以致从朝至暮等候不休，“少者不下三五日，

多者十数日，不见到来，致将事务耽误，不能理问”。因此，中书省作出规定

“今后若有必合迎接官员，止摘府官一员出郭迎接”，其余办理府中之事，以

免耽误大小公务
[38 ]

。  

由于各个驿站须为往来使臣提供交通运输所需的大量马、牛、驴、车、

饮食住宿及其日用物品，所以，山西地区驿道沿途的路府州县还担负着相当

繁重的供给职能，所谓“汾、晋驿传之冲，供亿倍于他邑”
[39]

。  其中，坚

州繁峙“当其冲要”，“军马调度，馈饷竭于财用”
[40]

。  台州以西僧入京师

者“道出其邑，供亿浩穰，民不堪命”
[41]

。  忻州地居太原孔道，“使馹须索

如雨，甿以益罢，政以益烦”
[42 ]

。霍州地处河东南北两路之冲，在职者“簿

书期会之隙，奔走将迎，日不暇给”
[43 ]

。泽州居于南北要道，“征需调用较之

他郡浩繁，举在官者尤难平理”
[44 ]

。介休“当南北驿冲，藩邸络绎，使軺蜂

午，迎候供亿”
[45 ]

。  河中“行李之往来如织，供亿之弊”苦不堪言。 

对于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路府州县的官府衙门大多转嫁其祸给当地站

户与广大民众，因而造成站户民众的贫困与逃亡。类似河中府官员史杠问民

疾苦，酌量“府之嬴财，创帷幄茵荐屏障几榻，下至马枥筐筥”，且使“一切

供张之物，无不完具”，以致“宾至如归，而侵渔之患息”的惠民政绩
[46 ]

。 可

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罕见事例。 

在这种需求状况下，除了各地路府州县筹备经费以外，元中书省对中原

各地的驿站亦有一定的财政支出。至元二十三年（1286），都省始按上、下年

度拨祗应钱，从实销用，年终结算，还对开支不足者，查验驿程增额支出。

至元二十五年（1288），河东山西道所辖西京路以岁额拨钞一千五百锭，增五

百锭，平阳路以岁额拨钞八百锭，增三百锭，太原路以岁额拨钞七百锭，增

四百锭。在腹里地区中，唯有真定一路超过山西地区的各个路份获得最高岁

额拨钞，达到一千八百锭，增八百锭。 

尽管如此，这笔拨钞并不能够及时满足各地驿站的实际需要，致使河东

山西道宣慰司于当年六月便提出晋阳驿“久留使臣”，“常食正从分例，实费

官钱”的上报申诉。结果，却因无法得到拨钞支出，而仅能从“官钱内自支

应”解决耗费
[47]

。大德年间，太原路管下驿站年例首思增加到一千五百锭
[48 ]

。 

这种随年增加的拨款支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山西各地驿站的经费开

支，实在值得进一步展开研究。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驾幸五台山之时，曾以站赤既隶通政院，又属



州县主持管理，因而特别敕令各路达鲁花赤“总督提调”
[49]

。  由于史料缺

乏难觅，有关山西地区达鲁花赤如何“总督提调”站赤事宜的具体情况不得

而知，备说待考。 

 

（四）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过往驿站主要服务于元统治者传递军情、发布命

令、运输物资与出使入觐等各种目的。然而，各地驿站从建立伊始，便遭受

到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佛僧各色人等的不断骚扰与无理勒索，这种作

孽为害可谓惨烈，最终导致河东山西的驿站运行陷于极其艰难的困境之中。 

癸巳（1233）二月，河东山西建立驿站之初，便有太原路达鲁花赤塔塔

不花上奏太原府达鲁花赤接待“使客、诸投下人等，取酒肉米面数多，每年

该羊一千四百余头”的有关问题，因而要求此类人等“自备粮食，不关祗应”。

蒙古汗廷一面准奏，宣谕“课税所官二员支粮，余官不曾令支”的旧旨，一

面诏敕“今后往来使臣依先例应付，余者尽行罢支”，“乱行取酒肉米面之人，

并断按答奚罪”
[50 ]

。  

元朝时期，元廷对于军政官员的驰驿用马，逐步采取严格限制，不得随

意使用马匹。中统三年（1262），中书省以西京等路宣慰司的“铺马疲劳”，

拟令押运官只能坐车骑驴，不须给马
[51 ]

。至元六年（1269），西京路申诉驿使

到站不报姓名，又“不明示起马札子及所干之由”的用驿情况，请求“开拆

文字照会”，方才准许用马驰驿。为此，中书省移文各处官司“起发印信关文，

应付铺马施行”。至元十七年（1280），元廷依据御史台的纠举奏报，对于“南

方及河西、西京、京兆府差去官员不能自达”的赴任者，规定“二千里之外

乘驿，二千里之内者，备己力以行”
 [5 2 ]

。  

元廷还采用牌符制度，对于军情大事与奉旨外使，佩以金字圆符给驿，

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
[53 ]

。诸王宗亲因为军情急务所派使者，佩以银字圆

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这种驰驿的限制严格，甚至使用一马都有区别。

至元二十三年（1286），原颁西京宣慰司铺马圣旨起马十五匹，但因阙少，拟

增札子五道，各起马一匹。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太原府宣慰司及储

峙提举司所供新城、静（净）州及砂井军粮公事，给驿实繁，拟给铺马圣旨

二道，起马二匹”
[54]

。九月，增给西京宣慰司铺马劄子五道
[55]

。至元三十一

年（1294），四川等处行枢密院遣河东陕西万户府千户李琇起补逃亡，“事故

军役”，仅赉本万户府起马一匹，圣旨一道
[56 ]

。 诸种用驿规定之细，可见一

斑。 

尽管元统治者对于诸种骚扰勒索不断下令，严加禁止，且又采用牌符制

度极力限制滥用驿站，但是，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佛僧各色人等在山

西地区的随意驰驿依然如故，屡禁屡犯。至元九年（1272）十二月，蒲元帅

一行在太原介休县起马二十匹，合剌统军在平阳霍州站起马三十匹，因而受

到陕西提刑按察司主管官员“用驿起马，为数太多”的提名弹劾
[57]

。  

大德元年（1297）四月，太原路脱脱禾孙上言陈说，本路站赤东接真定，

南至平阳，处于四达之路。既有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处往来之便，又



有诸王、朝省官员不时经行，加以西番佛僧驰驿，馱重者二、三百斤，轻者

不下百五十斤，又在兀剌赤马后附物，常行驰骤，因而“乞从脱脱禾孙及站

官量定每马许载百斤，非急务不得驰走”。 

大德二年（1298），诸王驸马位下五户丝、军器、岁赐匹段，官为起运，

至于其余诸物，初无运送之例。然而，通政院居然擅自违例行移河东宣慰司

于民户内一律起运
[58]

。  

大德八年（1304）六月，五台僧潘提点携带宁远王阔阔出令旨，索罗察

尔携带诸王阿只吉令旨欲赴大都，向过路官司求取饮食刍粟，防送弓手。对

此，都省与兵部议得“各位下、投下除军情急务，已有应付铺马、首思定例”，

倘若“事因出使”，拟合经由省部验事，开写可毕日期，给以公文于所过处取

给饮食，限满赴部缴纳，但须“严加禁约，不得擅自取与”。就在是年，诸王

阿只吉派出使臣乘驿竟然多至七百五十余起，达到无以复加的随意地步。 

大德九年（1305），尽管太原等处地震，“田禾不收，百姓阙食”，阿只吉

依然不顾元廷“大枝诸王量事遣使，毋致冗乱”的有关敕令，仅在春夏之间

便乘驿三百四十余起，致使站户“困乏不支”
[59]

。  

皇庆二年（1313）六月，元仁宗闻知“诸王驸马各枝儿遣使至五台降香，

及西番僧人指以降香游五台为名，乘占小铺马站车，多取分例”，骚扰坚州、

台州两处官民，敕令“殊祥院分拣各枝来使僧人，有事者，量给铺马分例，

无事者，三日之外不得给”
[60]

。  

以上种种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佛僧各色人等不用牌符在山西地区

违制驰驿，多索饮食，滥用驿站，增乘驿马的诸多事件，不仅促使驿站财力

衰竭，“铺马倒死”
[61]

，  而且形成政令不行，管理混乱，最终导致“铺马损

毙，站户穷困”
[62 ]

，  四处流亡，乃至驿道时断时续，处于难以为继的败坏

局面。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山西各地站赤交通的不断开创与加强管理，促使河

东山西的内外驿道逐步扩展。这些驿道不仅首次打通从山西地区前往西北地

区的交通路线，而且还打开河东山西与北方地区相互联系的直接通道，进一

步扩大了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对于后世的交

通运输具有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然而，由于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佛

僧各色人等的随意驰驿与不断骚扰，导致山西地区的驿站运行陷于十分艰难

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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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urier S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 t i tute  of  Mongol  His tory,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 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Dur ing the Yuan Dynasty,  nat ional  ter r i tory was vast  and broad.  Centra l  

government  needed to  set  up the c lose re lat ionship  wi th  var ious areas.  For  the sake,  

the ru 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estab l ished the large-sca le  system of  cour ier  s tat ions  

and communicat ion,  wh ich could used for  go ing in  a l l  four  d i rect ions.  There were not  

on ly inner  cour ier  s tat ions set  up in  Shanxi  Region but  a lso ways to  go to  the 

nor thwest  and nor th.  The ways must  go by Datong in  the nor th  of  Shanxi  Region.  At  

that  t ime,  the cour ier  s tat ions and communicat ion in  Shanxi  Region expanded s tep by 

s tep so as to  p lay new par t  in  po l i t ics ,  economy and cu l ture between Shanxi  Region 

and other  areas and have impor tant  e ffect  on later -age communicat ion.  

 

Key words：  ShanxI   Region； Cour ier  Stat ion； Commun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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